
第 ２０ 卷 第 ４ 期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４
Ｊｕｌ．， 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新时代我国农村贫困性质变化及 ２０２０ 年 后 反贫 困 政 策研 究”

（１９ＺＤＡ１１７）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ＰＡＰＤ）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

究中心”项目

作者简介：周力，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俊杰，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生。

【相对贫困的国际经验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非农就业与缓解相对贫困

———基于主客观标准的二维视角

周力，邵俊杰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５ 期数据，运用 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从主观与

客观两个标准分析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的关系。 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首先通过提高绝对

收入改善农户客观相对贫困，同时也能通过改变客观相对贫困，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状态。 非农

就业主要带来了收入增长效应，但对于提升主观获得感没有直接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内非农

就业也存在类似的减贫作用，而省外非农就业没有产生作用。 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非农就业都对主

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无影响，参照系的变化影响着非农就业对主观相对贫困的减贫作用。 此外，转变

户籍可能致使非农就业农户陷入城市的客观相对贫困，而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群体没有影响。 因

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不仅要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造非农就业机会，还要保障进城农民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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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识别相对贫困的国际经验，是将居民收入中位数按一定比率设定为门槛标准 ［１］ 。 这种以收

入法为核心的识别方式，政策操作性强，是中国下一阶段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参考。 但是，
基于收入法识别的“客观相对贫困”具有一定局限性，其忽视了相对贫困是一种主观感受的效

用经济学本质。 从提升国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政策取向看，解决“主观相对贫困”问题

才是政策的终极目标。 如查尔斯·汉迪所说，现代人的贫困来自邻居的眼光，这就叫相对贫困

感，当人们觉得穷的时候，不是因为本身穷，而主要是来自他的参照系 ［２］ 。 主观相对贫困会使个

体缺乏生产发展的斗志，可能会更迅速地陷入物质贫困状态 ［３］ ，因此了解和把握中国的主观相

对贫困情况，剖析主观与客观相对贫困的异质性，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大有裨益。
然而，在政策层面上易识别客观相对贫困，难以识别主观相对贫困，这将导致主观相对贫困

群体的政策漏出。 根据相对贫困的主客观属性，可将群体分为四类，分别是：主观且客观相对贫

困群体、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群体、客观非主观相对贫困群体和非贫困群体。 基于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统计发现，２０１８ 年，中国农村

居民中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群体占比为 ８．７２％，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下降了 １４．０６ 百分点。 虽然主

观非客观相对贫困占比呈下降趋势，但因为这部分群体存在较强“隐蔽性” ，政策漏出可能引致

一定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高度关注此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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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相对贫困的主客观二维性，本文以非农就业为切入点展开农户行为分析。 在“城乡

中国”背景下，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从客观维度看，非农就业有利

于提高农村居民相对收入 ［４－６］ 。 从主观维度看，非农就业的影响则存在一定复杂性：一方面，非
农就业给农村居民带来更多的自我实现感，与务农相比，非农就业可以进一步拓展农村居民的

社会网络，增强其社会融入感，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７］ ；但另一方面，非农就业可能促使农村居民

改变自己的“参照系” ，更高的期望反而可能使其产生相对贫困感 ［８］ 。
综上，非农就业对主观和客观相对贫困有何差异化影响亟待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５ 期数据，尝试对上述问题予以回

答。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

定；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

在实践中，发达国家根据当前收入均值或中位数的 ４０％ ～ ６０％设定了客观相对贫困线。 例

如，Ｆｕｃｈｓ［９］ 提出使用收入中位数的 ５０％作为相对贫困线。 也有国内学者将农村居民平均收入

水平与 ０．４ ～ ０．５ 的均值系数相结合而确定相对贫困线 ［１０］ 。 与平均值相比，中位数更为稳健，因
此大多数情况下的实践和研究都使用中位数的比例作为相对贫困线。 欧盟委员会将收入中位

数的 ６０％作为欧洲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建议将中位数的 ４０％和 ５０％作为参考指标使用；日本

以家庭收入十等分组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的 ６０％为标准，通过测算“标准家庭” （四口之家）的消

费水平，按照年龄、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和地区物价指数进行调整 ［１１］ ；新加坡则确定收入最低的

２０％的家庭均为相对贫困人口。 客观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仍以收入为核心，相对贫困线设定的

基数标准存在差异性，该方法便于相关政策的实施，但缺点在于很难对个体基本需求定义的界

定提供一个理想的标准。
而从主观维度看，相对贫困往往会因为参照群体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测度方式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要求个人对自身是否处于贫困直接作出回答，获得其主观贫困状态的测量结果；另一

种是利用主观贫困线进行测量，即借助受访者对经济地位或生活状况的自我报告设定主观贫困

线 ［１２］ 。 主观贫困线的测度方法大致分为 ＳＰＬ 型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 ＬＰＬ 型 （ Ｌｅｙｄｅ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和 ＣＳＰ 型（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ｎｅ） ［１３］ 。 已有研究主要通过 ＳＰＬ 型（基
于最低收入问题）的主观贫困线进行研究。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 等 ［１４］ 运用家庭最低收入问题并结合美国收

入调查发展项目的数据计算出对应的主观贫困线，研究结果表明其比美国官方贫困线更高。
Ｂｏｓｃｈ 等 ［１５］ 采用主观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测算法对比了欧洲七个国家的贫困率，发现主观贫困

线法所确定的贫困线标准相对较低。 Ｐｒａｄｈａｎ 和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１６］ 运用主观相对贫困线研究牙买加

和尼泊尔的贫困状况，结果表明这两个国家的主观贫困线与官方贫困线非常接近，但两者在地

理与人口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 主观相对贫困体现了社会个体对自身处境的判断，但也存在缺

陷，其难以克服个体对贫困标准看法迥异的现象，以及研究结论易受研究者本身提问方式影响。
因此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需要综合考虑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

已有文献从多方面研究相对贫困的减贫因素。 宏观层面上，李永友和沈坤荣 ［１］ 认为调控初

始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提高财政支出在减缓相对贫困中的作用，同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

长速度对有效缓解社会的相对贫困具有积极意义。 微观层面上，黄薇 ［１７］ 通过研究保险政策减

贫发现，无论按照相对贫困标准还是绝对贫困标准，以适当财政补贴个人缴费、放宽封顶线、降
低起付线和提升报销比例为核心的“倾斜性保险扶贫政策” ，能够显著激发贫困户的医疗保险

需求，提高其收入和支出等福利，从而产生积极的减贫效果。 贺立龙等 ［１８］ 基于农户相对贫困的

分层测度，发现信贷支持贫困农户的精准性与助益农户生产脱贫的导向不明显，贫困农户更依

赖非正规信贷，其对正规信贷有惧贷心理。 而非正规金融发展可以有效降低农户陷入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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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 ［１９］ 。
然而鲜有研究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围绕非农就业与绝对

贫困的关系展开研究。 如章元等 ［２０］ 从农户家庭特征视角研究发现，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

户更容易陷入贫困。 有学者从农户行为视角出发，认为农村贫困户外出打工的可能性较低，其
外出务工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有限 ［２１］ 。 但程名望等 ［２２］ 、章元等 ［２３］ 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认为农

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另外，非农就业对于农户主观相对贫困也

有影响。 在中国农村地区，与从事农业生产相比，从事非农工作常被视为一种能力，甚至是社会

地位的象征，因此非农就业者会得到更多认可 ［２４］ 。 非农就业给农户带来了更多改善经济社会

地位的机会，增强社会流动性，这种社会流动性不仅体现在当代，对下一代也有影响，社会流动

性对于主观精神的正向作用已得到证实 ［２５］ 。 因此有必要研究非农就业对主客观相对贫困的

影响。
非农就业是消除农村贫困的重要手段，但户籍制度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进城农民。 与非农

户籍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获取生活保障、改善生活环境等方面常常处于劣势地位，更容易受到

户籍歧视 ［２６］ 。 即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是在社会文化和心理接纳等身份认同方面得不到有

效支持，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一种疏远和不被认同的失落感 ［２７］ 。 虽然非农就业具有减贫作用，但
农村居民户籍变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仍有可能影响其客观与主观相对贫困。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还存在些许不足：（１）以往研究仅单方面地分析了

主观相对贫困或客观相对贫困，没有重视主观与客观相对贫困的内在联系。 （ ２）缺乏非农就业

对农村居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状态的异质性分析，没有进一步剖析非农就业类型产生的差异化影

响。 （３）尚未考虑非农就业户户籍变化对其主客观相对贫困的差异性影响。 因此，本文将对上

述问题进行补充分析。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相对贫困，分为客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 客观与主观相对贫困

都以居住地为参照进行衡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１）客观相对贫困。 本文的相对贫困线是以居住地分城乡划分的，借鉴邢成举和李小

云 ［８］ 、陈宗胜等 ［１０］ 、叶兴庆和殷浩栋等 ［２８］ 的研究，在欧盟统计局做法的基础上，选定居民“等效

家庭规模”加权的家庭纯收入中位数的 ４０％作为相对贫困标准（相对贫困线） 。 若人均纯收入

小于或等于相对贫困线，其就处于相对贫困；否则就不处于相对贫困。 为了反映家庭规模和结

构的差异，本研究将人均纯收入除以等效家庭规模（ Ｅｑｕｉｖａｌｉｓｅ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ｉｚｅ）①。 国内研究采

用不加权方式简单测度相对贫困，容易忽略家庭规模经济的积极作用，而使人口较少的贫困家

庭被“漏出” 。 如果按居住地分城乡人均纯收入中位数 ４０％不加权算法，２０１８ 年客观相对贫困

发生率为 １８．６４％（略高于欧盟算法的 １８．４１％）。 在不加权算法下，约有 １．４５％的样本应属于加

权算法下的相对贫困群体，但是被“漏出” 。 通过加权得出的 ２０１８ 年农村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率

为 １９．８６％，客观相对贫困线为 ７３４７ 元，约为当年全国农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６６６．２ 元

的 ２ 倍，是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８５０８．５ 元的 ８６．３％，相当于 ３．０５ 美元 ／天，接近世界

银行推荐的标准 ３．１ 美元 ／天。 假设所有贫困人口通过财政转移后收入刚好达到相对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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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等效家庭规模是采用欧盟统计局算法，对家庭中第一位成年人赋予 １．０ 的权重，之后对每一位 １４ 岁及以上的家庭成

员赋予 ０．５ 的权重、每一位 １４ 岁以下的家庭成员赋予 ０．３ 的权重。 基于此，计算出每个家庭成员的等价纯收入（每个家庭内

部的成员都有一样的折算收入） ，以该指标反映个体客观相对贫困状况。



则所需财政支出为 ８２２９．５５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３．７３％。 综上，本文采用家庭人口规模加权

方法，将不加权方法用于稳健性检验。
（２）主观相对贫困。 主观性是个体对于自身是否属于贫困状况的评估，这种自我评估标准

通常同个体自身所设定的参照群体有关。 借鉴 Ｒｏｊａｓ［２９］ 对于主观相对贫困的研究，本文采用

ＣＦＰＳ 问卷中关于个人收入地位问题：“您的个人收入在本地属于什么水平？”选项为 １－５，其中

１ 表示收入很低，５ 表示收入很高。 将收入地位选项为 １ 的设置为主观相对贫困，其他则设置为

主观相对非贫困。 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个体的主观贫困状况。
２．解释变量

（１）非农就业。 本文主要关心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村

居民的非农就业，用是否从事非农就业表示，即农村居民从事非农工作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２）在针对个人样本分析中，本文还引入其他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

限、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 工具变量则使用区县非农就业率、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和非农就业

滞后一期。
按照分城乡相对贫困标准，农村居民的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１９．８６％，主观相对贫困发生

率为 ２２．７５％。 在城市，进城务工农户的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２３．８２％，主观相对贫困发生率

则为 ２２．７９％。 农户在城市的主观和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率均高于农村，其中城乡间的客观相对

贫困发生率相差较大。 农户城乡总体的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２１．０７％，主观相对贫困发生率

为 ２２．７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客观相对贫困 居住地是否客观相对贫困：是 ＝ １；否 ＝ ０ ０．２１０７ ０．４０７８

主观相对贫困 居住地是否主观相对贫困：是 ＝ １；否 ＝ ０ ０．２２７３ ０．４１９１

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 是否主观相对贫困且客观相对贫困：是 ＝ １；否 ＝ ０ ０．０６５３ ０．２４７０

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 是否主观相对贫困且客观相对非贫困：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６２０ ０．３６８５

客观非主观相对贫困 是否客观相对贫困且主观相对非贫困：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４５５ ０．３５２６

非贫困 是否非贫困：是 ＝ １；否 ＝ ０ ０．６２７２ ０．４８３５

非农就业 是否非农就业：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３６８ ０．４７２６

性别 男 ＝ １；女 ＝ ０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０００

年龄 岁 ４６．０７９２ １５．６４４９

年龄平方 岁 ２３６８．０５２４ １４９８．１５９３

受教育年限 年 ６．１５３２ ４．４９９４

婚姻状况 在婚 ＝ １；其他 ＝ ０ ０．８３２３ ０．３７３６

健康状况 不健康 ＝ １；一般 ＝ ２；比较健康 ＝ ３；很健康 ＝ ４；非常健康 ＝ ５ ３．１９１８ １．３１０９

区县非农就业率 ／ ％ 区县农村地区平均非农就业率 ４９．７９５２ ３１．４５１９

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 ／ ％ 户籍地省级城镇登记失业率滞后一期 ３．３１５８ ０．５６９７

非农就业滞后一期 是否非农就业：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０３４ ０．４５９７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ＣＦＰＳ） ，
ＣＦＰＳ 的目标样本规模为 １６０００ 户，覆盖中国 ２５ 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户和样本家庭户中的

所有家庭成员。 经 ２０１０ 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与家庭有血缘 ／婚姻 ／领养关系的所有家庭成

员，将成为调查的永久追踪对象。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８ 年的 ５ 轮全国调查

数据，由于样本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间出现变动，期间存在新旧样本进入和退出情况，对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年 ５ 期数据按照居民个体样本编号进行匹配，选取具有农业户口的成人样本，剔除学生样

本。 其他部分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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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１．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本文主要通过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研究非农就业对相对贫困的影响：
Ｐｒｏｂ（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ｊｔ ＝ １）＝ Φ（ β０＋β１Ｎｏｎａｇｒ ｉｊｔ＋β２Ｘ ｉｊｔ＋β３θ ｊ＋β４δ ｔ） （１）

其中，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ｊｔ表示第 ｊ 省 ｉ 农户 ｔ 时间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的二值虚拟变量。 Ｎｏｎａｇｒ ｉｊｔ是非农

就业的衡量变量，Ｘ ｉｊｔ表示控制变量。 θ ｊ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δ ｔ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２．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两步法估计

鉴于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可能存在内生性，使用两阶段回归方法。 第一阶段，将内生解释

变量对所有工具变量和外生解释变量作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得到潜变量的拟合值，即：
Ｎｏｎ ａ^ｇｒ ｉｊｔ ＝ α１Ｚ ｉｊｔ＋α２Ｘ ｉｊｔ （２）

其中，Ｎｏｎ^ａｇｒ ｉｊｔ表示变量的拟合值或参数的估计值。 Ｚ ｉｊｔ为工具变量构成的向量，Ｘ ｉｊｔ向量是

与普通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相同的控制变量。
第二阶段，把相对贫困对潜变量拟合值、残差、外生解释变量作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即：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ｊｔ ＝ （γ１Ｎｏｎ^ａｇｒ ｉｊｔ＋γ２Ｘ ｉｊｔ＋ε） （３）
通过这两个阶段的回归则可以得出 γ１ 的一致估计，参数γ１能够反映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的

关系。

四、实证分析

（一）非农就业对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

１．初步回归结果

表 ２ 报告了非农就业对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结果：（１）非农就业在 １％的水平

上对客观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由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非农经营和务工 ［４］ ，
非农就业提高了农户的绝对收入，降低了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 ２）非农就业在 １％的水

平上对主观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户在非农就业中进一步拓展社会网络，提高自我实

现感和社会融入感，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状况。 非农就业也可能通过改善农户对于未来经济

状况的预期或者提高收入流动性，从而对主观相对贫困产生间接减贫作用。
考虑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非农就业可能会降低相对贫困发生的概

率，处于客观相对贫困的农户由于收入过低可能会倾向于从事非农工作，而处于主观相对贫困

的农户可能感受到与周围群体的差距，进而选择非农就业改变自身状态。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
借鉴前人研究，本文将区县平均非农就业率、滞后一期非农就业以及滞后一期城镇失业率作为

工具变量。
本文选择区县非农就业率的原因是：本地农村地区非农就业率越高，农村居民从事本地非

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反映了本地非农经济发展创造的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村居民的吸引

力 ［３０－３１］ 。 以往文献采用村平均非农就业率作为工具变量，本文采用区县层面农村地区的非农

就业率，其影响个人非农就业，但不直接影响个人的相对贫困状况。
选择非农就业滞后一期的原因是：非农就业行为具有连贯性，上一期非农就业水平较高的

农户，在下一期通常仍会选择从事非农就业。 滞后期的非农就业对于当期的相对贫困来说是前

定变量，上一期非农就业水平的取值已经事先给定，理论上不会影响本期的随机误差项 ［３２］ ，对
相对贫困无影响。 由于 ＣＦＰＳ 只有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每隔两年的 ５ 期数据，因此采用滞后 ２ 年的非

农就业。
选择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的原因是：《 ２０１８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８ 年农民工

总量为 ２８８３６ 万人，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占比约为 ７３．６６％，远高于省外就业比例，说明大部分

农民工选择在省内就业。 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城镇失业率越高，农户在当地的非农业部门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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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工作，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扩大非农就业距离，使得农户的非农就业发生了由近及远的距离

变化，因此城镇失业率与非农就业可能存在正相关性。 考虑到城镇失业率作为工具变量的外生

性问题，城镇失业率可能通过外出非农就业之外的途径影响被解释变量（例如，高失业率地区的

个人本身处于相对贫困的可能性比较高） ，致使其并非完全外生。 本文借鉴连玉君等 ［３３］ 关于非

农就业工具变量的研究，选取户籍地省级层面的城镇失业率变量，但将城镇失业率滞后一期，这
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失业率作为工具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表 ２ 也给出了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回归结果。 第（ ３） 列模型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Ｆ 统计量为

１０１４．８０，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 Ｃｈｉ２（ １） ＝ ６５．７８，通过了内生性检验。 非农就业系数显著

为负，系数的绝对值增大，说明非农就业更能降低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第（ ４）列模型的

联合显著性检验 Ｆ 统计量为 ９２３．１２，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然而 Ｃｈｉ２（ １） ＝ ０．１２，未通过内生

性检验，表明在主观相对贫困模型中，非农就业是外生的，工具变量回归和普通回归并没有系统

性差异。 非农就业仍然对主观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只是系数绝对值有所减小。
表 ２　 非农就业对相对贫困的估计结果

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客观相对贫困 主观相对贫困 客观相对贫困 主观相对贫困

（ １） （ ２） （ ３） （ ４）

非农就业 －０．３７２０∗∗∗ －０．２１３６∗∗∗ －０．５８０１∗∗∗ －０．０７６２∗∗

（ ０．０１２０） （ ０．０１１４） （ ０．０３５４） （ ０．０３４８）

性别 ０．１０１４∗∗∗ －０．１５２０∗∗∗ ０．１３５３∗∗∗ －０．１１３５∗∗∗

（ ０．００９７） （ ０．００９４） （ ０．０１３３） （ ０．０１３４）

年龄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２７６∗∗∗

（ ０．００１８） （ ０．００１８） （ ０．００２８） （ ０．００２８）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１５４∗∗∗

（ ０．００１３） （ ０．００１２） （ ０．００１８） （ ０．００１８）

婚姻状况 －０．０９１８∗∗∗ －０．２２４１∗∗∗ －０．１２０７∗∗∗ －０．２１３０∗∗∗

（ ０．０１３９） （ ０．０１３４） （ ０．０１９７） （ ０．０１９８）

健康状况 －０．０４３２∗∗∗ －０．１４２０∗∗∗ －０．０３４３∗∗∗ －０．１３９４∗∗∗

（ ０．００４０） （ ０．００４０） （ ０．００５２） （ ０．００５４）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居住地省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４５５０∗∗∗ １．５４６５∗∗∗ ０．６２４５∗ ０．５２１６∗∗∗

（ ０．１４５９） （ ０．０９８５） （ ０．３６１５） （ ０．１５６３）

样本量 １００５７９ １００６０３ ５５６４２ ５５７６９

内生性检验 Ｃｈｉ２（ １） ＝ ６５．７８ Ｃｈｉ２（１） ＝ ０．１２

［ Ｐ 值 ＝ ０．００００］ ［ Ｐ 值 ＝ ０．７３１５］

第一阶段回归 Ｆ 值 １０１４．８０ ９２３．１２

［ Ｐ 值 ＝ ０．００００］ ［ Ｐ 值 ＝ ０．００００］

　 　 注：第一阶段是内生变量非农就业对工具变量的回归，其他变量均已控制。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２．稳健性检验

为了讨论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表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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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相对贫困存在参照系问题。 基准结果是以居住地人群为参照，现在改变参照群体，以农

户户籍地人群为参照，计算出户籍地的客观相对贫困。 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前者分析农户在

居住地的客观相对贫困状况，后者追溯农户在户籍地的客观相对贫困。 主观相对贫困只有来自

居住地的数据，无法进行变参照系检验，因此使用户籍地客观相对贫困进行变参照系的稳健性

检验，且使用工具变量法。 表 ３ 第（１）列估计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对客观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

影响，估计结果基本稳健。
（２）基准模型采用“等效家庭规模”加权的客观相对贫困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不加权

方式计算出客观相对贫困，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该方法无法对主观相对贫困使

用，因此只对客观相对贫困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３ 第（２）列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对不加权的客观

相对贫困依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估计结果基本稳健。
（３）之前对主观相对贫困和客观相对贫困进行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分析的前提假设是客观与

主观相对贫困之间相互独立，不存在相互影响。 为了检验主观相对贫困与客观相对贫困之间的

相关性，本文用 Ｍ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相对贫困中的主观与客观相对贫困进行估计。 Ｍ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除

了汇报同时估计的各个方程的回归结果，还自带一个似然比检验，通过似然比检验结果可以判

断主观相对贫困与客观相对贫困是否相互独立。 参照 Ｍ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实证估计时设定随机抽取

次数稍大于样本量的算术平方根从而获得稳健回归结果的原则 ［３４］ ，设定抽取次数为 ２５０。 似然

比检验显示，Ｃｈｉ２（１）＝ ２１１．３９６，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主观相对贫困与客观相对贫困并

非相互独立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表 ３ 第（３）和第（４）列结果显示，同时估计主观和客观相对

贫困的结果与单独估计的结果相比，非农就业系数变化较小，估计结果基本稳健。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变参照系 不加权算法 Ｍ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客观相对贫困 客观相对贫困 客观相对贫困 主观相对贫困

（ １） （ ２） （ ３） （ ４）

非农就业 －０．８５２３∗∗∗ －０．５２１３∗∗∗ －０．５８０３∗∗∗ －０．０６０７∗

（ ０．０３８０） （ ０．０３４９） （ ０．０３４７） （ ０．０３４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７２４７∗∗∗ ０．６３４３∗ －５．２６５９ ０．８４０４∗∗∗

（ ０．０７８９） （ ０．３６４３） （ ７８７５．３９１２） （ ０．１５５９）

样本量 ５５６４７ ５５６４２ ５５７６６ ５５７６６

内生性检验 Ｃｈｉ２（ １） ＝ １４２．３０ Ｃｈｉ２（ １） ＝ ４０．５６

［ Ｐ 值 ＝ ０．００００］ ［ Ｐ 值 ＝ ０．００００］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０１１．６０ １０１４．８０

［ Ｐ 值 ＝ ０．００００］ ［ Ｐ 值 ＝ ０．００００］

似然比检验
Ｃｈｉ２（ １） ＝ ２１１．３９６
［ Ｐ 值 ＝ ０．００００］

　 　 注：①本表结果均采用工具变量法，第（ １）列控制了户籍地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 ２）至第（ ４）列控制了居住

地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②为节省空间，只展示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③∗∗∗、∗∗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二）非农就业对相对贫困类型影响

１．回归结果

考虑客观与主观相对贫困存在的相关性，同一个体可能存在不同的相对贫困状态，本文进

一步将客观与主观相对贫困相联系的群体分为四类，分别是：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主观非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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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客观非主观相对贫困和非贫困群体。 采用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相对

贫困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以非贫困为参照组，汇报了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相对贫困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第

（１）列和第（３）列的非农就业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非农就业更有可能摆脱主观

且客观相对贫困以及客观非主观相对贫困，二者的共性在于非农就业都能改善农户在客观收入

上的相对贫困状况。 非农就业对于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的农户具有双重减贫作用，而农户摆脱

主观精神上的相对贫困是受客观相对贫困的间接影响还是受非农就业的直接影响，需要进一步

分析。 第（２）列的非农就业系数不显著，说明当农户已摆脱客观相对贫困时，非农就业对其主

观精神上的相对贫困没有影响。
为进一步验证上文所述，以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为参照组重新进行估计。 表 ４ 第（ ４）列和

第（６）列的非农就业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与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相比，非农就业

能够使农户由双重相对贫困转变为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说明当农户存在主观与客观双重相对

贫困时，非农就业改善了客观相对贫困；当非贫困与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相比时，非农就业具有

降低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的作用；而当农户存在客观相对贫困时，非农就业无法改善其主观相

对贫困状况。
上述结果表明，非农就业主要带来了收入增长效应，对于提升农民主观获得感没有直接作

用。 非农就业首先改善的是客观相对贫困，通过改善客观相对贫困能够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

状况。 对处于双重相对贫困的务农农户来说，非农就业首先提高了其绝对收入，进而改变客观

相对贫困状况，当客观物质上的相对贫困得到解决后，农户社会认同感和收入流动性提高，间接

改变了其主观上的相对贫困。 而当农户处于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时，非农就业对其主观相对贫

困无影响。 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非农就业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长，但也使农户改变了参照群

体，对比更为富有的城市群体，他们主观感知的收入地位下降，进而产生相对贫困感，导致非农

就业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没有影响。
表 ４　 相对贫困类型的 Ｍｌｏｇｉｔ 估计结果（Ｎ＝ ５５７６６）

变量

以非贫困为参照 以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为参照

主观且客观

相对贫困

主观非客观

相对贫困

客观非主观

相对贫困

主观非客观

相对贫困

客观非主观

相对贫困
非贫困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非农就业 －１．０９２０∗∗∗ －０．０３７５ －１．０４４２∗∗∗ １．０５４５∗∗∗ ０．０４７８ １．０９２０∗∗∗

（ ０．１２１８） （ ０．０６９１） （ ０．０７０７） （ ０．１３３２） （ ０．１３３９） （ ０．１２１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居住地省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２．６８５０ ２．１４０８∗∗∗ －１３．９２１７ １４．８２５７ －１．２３６８ １２．６８５０

（ １０７３．１３８０） （ ０．２８２４） （ ６８７．２１０６） （ １０７３．１３４３） （ １２７４．３１００） （ １０７３．１３４２）

　 　 注：①本表结果采用工具变量法，为节省空间，只展示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②∗∗∗、∗∗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２．异质性分析

上文主要是从非农就业对相对贫困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农户处于主观非客观相对

贫困时，非农就业对主观相对贫困的作用有限。 本文进一步考虑非农就业类型和户籍转变对农

户相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
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只能将非农就业细分为省内非农就业和省外非农就业，并利用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省内非农就业与省外非农就业对不同相对贫困类型的影响。 表 ５ 第（ １）列和第（ ３）列

结果显示，省内非农就业有利于农户摆脱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以及客观非主观相对贫困；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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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就业对农户相对贫困状态均未产生影响。 说明省内非农就业产生的收入增长效应有助于

降低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也能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而省外非农就业虽然也能提高农

户收入，但由于农户务工省份一般是经济发达地区，与务工地居民收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导致

省外非农就业对其客观相对贫困没有影响。 第（２）列结果表明，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非农就业

都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无影响，参照系的变化影响着非农就业对主观相对贫困的减贫作用。
表 ５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非农就业细分 户籍转变

主观且客观

相对贫困

主观非客观

相对贫困

客观非主观

相对贫困

主观且客观

相对贫困

主观非客观

相对贫困

客观非主观

相对贫困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省内非农就业
－１．１２３４∗∗∗ －０．０８６２ －１．０６７７∗∗∗

（ ０．１３２０） （ ０．０７５０） （ ０．０７６６）

省外非农就业
０．１４２７ ０．５６８３ １．００９２

（ １．２６３３） （ ０．３８３６） （ ０．６８７２）

非农就业×
被动转变户籍

０．７８７５∗ ０．３０７１ ０．６０９８∗∗

（ ０．４４６４） （ ０．２０５６） （ ０．２７９２）

非农就业×
主动转变户籍

２．９１１６∗∗∗ ０．２２６３ １．３９６２∗∗

（ ０．９７８８） （ ０．５０４０） （ ０．５５１９）

非农就业 －１．０４８２∗∗∗ －０．１０６２∗ －１．０６１３∗∗∗

（ ０．１０１７） （ ０．０５７４） （ ０．０６１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居住地省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３．６１３３ ２．０６７８∗∗∗ －１５．０１０４ －０．３２９６ ０．８１２９∗∗∗ －０．９２７７∗

（ １５５５．８０１４） （ ０．２９２１） （ ９９２．５９２３） （ ０．６２６３） （ ０．２３３１） （ ０．５２４３）

样本量 ４９００３ ４９００３ ４９００３ ６６４９６ ６６４９６ ６６４９６

　 　 注：①本表结果均采用工具变量法，以非贫困为参照。 ②为节省篇幅，只展示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③∗∗∗、∗∗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户籍变换过程中出现的“半城市化”问题

也可能使农户产生不同的相对贫困问题。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８ 年农业户口及农

业转非农户口样本，进一步探索非农就业户户籍转变①对其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 第

（４）列和第（６）列结果显示，非农就业与被动转变户籍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被动转变户籍使

非农就业户陷入了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或客观非主观相对贫困状态。 非农就业和主动转变户

籍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主动转变户籍也使非农就业户陷入了主观且客观相对贫困或客观非

主观相对贫困状态。 这两种结果的共性在于户籍转变导致了客观上的相对贫困，因为农村人口

向城市转移，其参照系发生变化，与城市居民相比，该类群体又重新陷入城市客观相对贫困。 而

第（５）列的结果解释了对于不存在客观相对贫困群体来说，户籍转变对其主观相对贫困没有减

贫作用。 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已启动，但户籍制度作为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特殊的社会管理制

度，对社会分层和流动具有深刻影响。 在户籍转变后，农村居民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不高、低技能

的这类群体，容易在城市“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 这部分群体往往从事着城镇居民

不愿意从事的低工资工作，缺乏相应的福利保障 ［３５］ 。 当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后，面临的是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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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户籍转变分为被动转变和主动转变。 其中被动转变户籍包括土地被征收（包含土地换户籍、社保） ，主动转变户籍包

含上学、工作（转干、参军等） 、购房、婚姻等。



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缺乏认同感，容易形成城市贫困的新群体 ［３６］ 。

五、结论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主要

分析了非农就业对主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 研究发现：（ １）表面上看，非农就业有利于降低农

村居民客观或主观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这一结论十分稳健。 （ ２）一旦细分主客观相对贫困类

型，初步回归结果中对主观相对贫困的显著影响主要来源于客观相对贫困群体非农就业产生的

收入增长效应，非农就业通过提高绝对收入降低客观相对贫困的概率，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
另外，非农就业虽然产生了收入增长效应，但也使得农户改变了参照群体，对比更为富有的城市

群体，他们产生了相对贫困感，以致非农就业减贫作用失效。 由此可知，非农就业主要带来了收

入增长效应，对于提升农户主观获得感没有直接作用。 （ ３）非农就业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省内

非农就业产生的收入增长效应有助于降低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也能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

困，而省外非农就业虽然也能提高农户收入，但由于农户务工所在省份一般是经济发达地区，他
们与务工地居民收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导致省外非农就业对其客观相对贫困没有影响。 无论

是省内还是省外非农就业都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无影响，参照系的变化影响着非农就业对主

观相对贫困的减贫作用。 （４）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非农就业农户的户籍转变可能会使其陷入

城市的客观相对贫困，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但户籍转变对于政策无法识别的主观非客观相对贫

困群体没有影响。
未来中国的贫困将会进入一个以相对贫困为主的新阶段，贫困并不必然反映在绝对收入

上 ［３７］ ，而主要体现为客观收入与主观感知的双重维度贫困。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１）鼓励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政策落实责任制，开展

多种形式职业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非农就业能力。 （ ２）扩大非农就业机会。 要重视

省内中小城镇吸纳农民就业的能力，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民从事非农就业

提供有利条件。 （３）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 要消除妨碍人口迁徙和就业的种种限制，完善

进城农民在就业和生活中的社会保障机制，构建公平正义的城市竞争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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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秦昕，张翠莲，马力，等 ． 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影响模型［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１（１０） ： ４８－５７．
［８］邢成举，李小云 ． 相对贫困与新时代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 Ｊ］ ．改革， ２０１９（１２） ： １６－２５．
［９］Ｆｕｃｈｓ Ｖ．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 ／ ／ Ｌｅｅ Ｓｏｌｔｏｗ． Ｓｉｘ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６９．
［１０］陈宗胜，沈扬扬，周云波 ． 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兼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３（１） ：６７－７７， １８７－１８８．
［１１］孙久文，夏添 ． 中国扶贫战略与 ２０２０ 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 Ｊ］ ．中国农村

经济， ２０１９（１０） ：９８－１１３．
［１２］田雅娟，刘强，冯亮 ． 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 Ｊ］ ．统计研究， ２０１９， ３６（１） ： ９２－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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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左停，杨雨鑫 ． 重塑贫困认知：主观贫困研究框架及其对当前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Ｊ］ ．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
（９） ： ４３－４９．

［１４］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Ｄｏｅｓ ｉｔ Ｃｏｓ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Ｅｎｄｓ Ｍｅｅｔ？ ［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８４，６６（３） ：５００－５０５．

［ １５］Ｋａｒｅｌ Ｖ Ｄ Ｂ， Ｃａｌｌａｎ Ｔ， Ｅｓｔｉｖｉｌｌ Ｊ，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Ｓｅｖ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３， ６（３） ：２３５－２５９．

［１６］Ｐｒａｄｈａｎ Ｍ，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Ｍ．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０， ８２（３） ：４６２－４７１．

［１７］黄薇 ． 保险政策与中国式减贫：经验、困局与路径优化［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９， ３５（１） ： １３５－１５０．
［１８］贺立龙，黄科，郑怡君 ．信贷支持贫困农户脱贫的有效性：信贷供求视角的经验实证［ Ｊ］ ．经济评论，２０１８

（１） ：６２－７７．
［１９］谭燕芝，张子豪，眭张媛 ．非正规金融能否促进农户脱贫———基于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 年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 ．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７（２） ：４１－５０．
［２０］章元，万广华，刘修岩，等 ． 参与市场与农村贫困：一个微观分析的视角［ Ｊ］ ．世界经济， ２００９， ３２（ ９） ： ３

－１４．
［２１］Ｄｕ Ｙ， Ｐａｒｋ Ａ， Ｗａｎｇ 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３３

（４） ：６８８－７０９．
［２２］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 ．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６（４） ： ６８－７８．
［２３］章元，许庆，邬璟璟 ． 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之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２， ４７

（１１） ： ７６－８７．
［２４］倪志良，贾占标，解萧语 ． 相对剥夺、非农就业与农民幸福感［ Ｊ］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８（ １２） ： ６４

－７４．
［２５］何立新，潘春阳 ． 破解中国的“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悖论” ：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１（８） ：

１１－２２， １８７．
［２６］崔巍，邱丽颖 ． 户籍身份、社会分割与居民幸福感———基于不同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Ｊ］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９

（１） ： ８０－８６．
［２７］陈云松，张翼 ．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 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６） ：７８－９５，２０６－２０７．
［２８］叶兴庆，殷浩栋 ． 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 ２０２０ 年后的减贫战略［ Ｊ］ ．改革， ２０１９

（１２） ： ５－１５．
［２９］Ｒｏｊａｓ 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Ｗｏｒｌ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３６（６） ：１０７８－１０９３．
［ ３０］Ｃｈａｎｇ Ｙ Ｍ， Ｈｕａｎｇ Ｂ Ｗ， Ｃｈｅｎ Ｙ Ｊ．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Ｊ］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１９（３） ： ４２７－４３７．
［３１］温兴祥 ． 本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 ＣＨＩＰ 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 ．中国

经济问题， ２０１９（３） ： ９５－１０７．
［３２］张寒，程娟娟，刘璨 ． 基于内生性视角的非农就业对林地流转的效应评价———来自 ９ 省 １４９７ 户林农的连续

监测数据［ Ｊ］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１８（１） ： １２２－１３１．
［３３］连玉君，黎文素，黄必红 ．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 Ｊ］ ．经济学（季刊） ， ２０１５， １４

（１） ： １８５－２０２．
［３４］Ｚｈａｏ Ｙ Ｈ．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Ｒ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１９９９， ８９（２） ： ２８１－２８６．
［３５］霍鹏，张冬，屈小博 ． 城镇化的迷思：户籍身份转换与居民幸福感［ Ｊ］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８（１） ： ６４－７４．
［３６］陆汉文，杨永伟 ．从脱贫攻坚到相对贫困治理：变化与创新［ Ｊ］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５） ：６０－６８．
［３７］Ｚｈｏｕ Ｌ， Ｔｕｒｖｅｙ Ｃ Ｇ．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ａｐ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ｒｅｖｕｅ Ｃａｎａｄｉｅｎｎｅ Ｄａｇ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２０１５， ６３（１） ：１２９－１６２．

（责任编辑：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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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ＺＨＯＵ Ｌｉ， ＳＨＡＯ Ｊｕｎ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ＣＦＰ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ｗｅ ｕｓｅ Ｐｒｏｂ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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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Ｎｏｎ－ ｆａ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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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ｏｎ－Ｆａ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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